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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俳谐文研究

刘成国

内容提要　宋代士林中诙谐戏谑之风的盛行促使轻视俳谐的文学观有所转变。现存宋代俳谐

文约有一百五六十篇，其创作持续时间较长，创作群体相当广泛。南宋文坛上还出现了俳谐

文的倡和和结集。宋代俳谐文按照不同的俳谐表现手法，大致可分为拟体俳谐文、假传类俳

谐文、假托鬼神类俳谐文三类。较之前代，宋代俳谐文的社会批判锋芒有所减弱，而文字游

戏的倾向得以强化，呈现出日益雅化的趋向。

关键词　俳谐文　戏拟　拟体俳谐文　假传

以文为戏（戏谑，俳谐，游戏）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绵绵不断的创作传统。尽管几乎在

各个朝代，这一传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以载道、言志、缘情为中心的主流文学意识形态的批评和排斥，

它却并未由此销声匿迹。它始终潜伏在文学史的边缘或底层，倔强地生长、繁衍，最终形成了古典文

苑中一道奇谲瑰丽的独特景观——俳谐文学。

宋代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个俳谐文学繁荣期。与前代相比，此期的俳谐传统在文、诗、词、赋、

传奇等各个文体领域中都全面地绽放，并对主流文学传统形成了巨大冲击，导致了宋人文学观念、审

美意识、艺术表现等各个方面的变化。对此，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尚嫌薄弱 。以下本文拟在梳理宋代

俳谐文文献的基础上，对宋代的俳谐文学观、俳谐文的艺术表现、审美新变等问题予以初步探讨，以

期抛砖引玉，引起学人们更多关注。

一

“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 ，这种对谐趣的追

求，根植于人类的审美天性。它往往随着时世的盛衰、风会的迁移而在古代文人群体里呈现出波浪起

伏的态势。宋代的右文政策促使士人阶层不断壮大。他们的经济生活、社会地位、文化修养等，较之

前代都有了显著提高，因而也有充分的闲暇来享受生活，吟诗作赋，群居唱酬。在一片诗酒娱乐、歌

舞升平的社会氛围下，一股俳谐戏谑之风开始在仁宗一朝士林中悄然兴起。它与学术界津津乐道的所

谓北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意识，共同构成了宋代士人的精神风貌。士人们在仕途通达时，把

“谐谑作为一种智力优越、常识渊博的显示，娱己且玩人；仕途坎坷时，谐谑又可作为淡化悲苦、抚慰

伤痕的灵药，自嘲且自悦” 。“只有到了宋代，文人的诙谐才被视作自主的表现。对于诙谐的价值也

不仅仅从俳言谲道的载道之义上去加以提高，而是欣赏其微言解颐的趣味性，并把它作为淡化人生苦

①　目前学术界对宋代俳谐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俳谐词上，如邓魁英《辛稼轩的俳谐词》（《词学》第六辑），

刘扬忠《唐宋俳谐词叙论》（《词学》第十辑）等。韩经太《宋代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四章讨论了

宋代诗歌中的谐趣。至于宋代的俳谐诗、俳谐文、俳谐赋、俳谐文学观等，还无人问津。

②　朱光潜《诗论》，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4 页。

③　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 1997 年版，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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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意识，摆脱物我对立尴尬处境的有效手段” 。从诸多宋代笔记、诗话的记载来看，这股诙谐之风“多

以文人生活的内容为材料，尤其是语言文字、学问识见以及文人间参差芜杂的生态众相” 。其代表

人物有陈亚、曹琰、刘攽等人。宋代一些著名文人也在其中推波助澜，如杨亿、晏殊、梅尧臣、王安石、

苏轼、黄庭坚等。

这种士林新风为宋代俳谐文学的发展、酝酿提供了优质的文化沃壤。首先，它促使轻视、排斥俳

谐的传统文学观得到深刻的转变。早在南北朝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已经专门讨论了“谐隐”，可

直到唐末五代，对俳谐文的偏见仍然根深蒂固。一代文宗韩愈撰《毛颖传》，除柳宗元外，举世哗然，

众口交攻。张籍谓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 ，裴度批评他“恃

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 《旧唐书·韩愈传》甚至斥之为“讥

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宋代文人的态度却迥然不同。宋祁《宋景文公笔记》推崇《毛颖传》、

《送穷文》等“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苏轼也高度认可韩愈以文为戏的创作实践：“退之仙人也，

游戏于斯文。” 对于前代俳谐文的价值，宋人多能阐抉入微，予以肯定，并且在此基础上梳理、辨析

其艺术发展轨迹，沿波溯源。如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谓：“韩退之作《毛颖传》，此本南朝俳谐文《驴

九锡》、《鸡九锡》之类，而小变之耳。俳谐文虽出于戏，实以讥切当世封爵之滥，而退之所致意，亦

正在中书君老不任事，今不中书等数语，不徒作也。”

其次，宋人开始有意识地从理论层面对俳谐文学的价值予以阐释，强调谐谑调笑也是诗文的重要

功能之一，以使其在严肃庄重的文学苑林中占据一席之地。欧阳修《六一诗话》赞扬韩愈之诗 ：“资谈

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黄庭坚《山谷集》卷二六《书王知载朐山杂咏

后》谓：“诗者，人之情性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

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叙人情”、“状物

态”属于诗歌的传统功能，而“资谈笑”、“助谐谑”却是宋人对诗歌功能的首次拓展。酸楚的“呻吟”

是诗人痛苦心理的宣泄，旷达的“调笑”又何尝不可当作心灵的一味清热剂？欧、黄二人将谐谑视为

诗歌创作的重要功能，无形中提高了俳谐文的品位和地位。在此基础上，周紫芝进而冠冕堂皇地引经

据典，把俳谐、滑稽与文学讽谏教化的严肃主题绾合在一起，从而使俳谐文学可以名正言顺地厕身于

高雅文学的殿堂。《太仓稊米集》卷五二《滑稽小传序》谓：“孔子，大圣人，犹以言戏子游 ；卫武公，

周之大臣，尚作抑诗以戒厉王，且以自警。想其为人，严肃端毅，非滑稽谐谑之流，而诗人美之曰：‘善

戏谑兮，不为虐兮。’司马迁作《史记》一书，上下数千载，而特为滑稽立传。东方曼倩目如悬珠，齿

如编贝，胸中有书四十四万言，而以滑稽自雄。岂非俳谐之中，自有箴讽，或能感动人情，使之改过，

是以有取焉耳。”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士人日常的嘲笑戏谑中，已经包含了俳谐文中若干常用手法，如谐音、双关、

戏拟、臆改等等。冲口而发、率性而为的滑稽诙谐，与肆笔为文、以文为戏，其幽默效果的取得本质

上是大同小异的。它们的背后都隐藏着士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诚如韩经太所指出 ：“曲尽人情物态之

妙，可谓中国诗歌美学之传统的创作宗旨，而曲尽谈笑谐谑之妙，则只能是宋人新兴的情趣了。唯其

①　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6 页。

②　此类趣事在宋代比比皆是，阮阅《诗话总龟》卷三八、三九专辟“诙谐门”，记载此类文人谑事。

③　张籍《上韩昌黎书》，《全唐文》卷六八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105 页。

④　裴度《寄李翱书》，《全唐文》卷五三八，第 2419 页。

⑤　苏轼《顷年杨康功使高丽还，奏乞立海神庙于板桥，仆嫌其地湫隘，移书使迁之文登，因古庙而新之，杨竟不从。

不知定国何从见此书，作诗称道不已。仆不能记其云何也，次韵答之》，《苏轼诗集》，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938 页。

⑥　宋人对俳谐文的诸多评论，另可见王楙《野客丛书》卷六“文人递相祖述”条、卷一六“退之《毛颖传》”条，

马永卿《嫩真子》卷二，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七，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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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趣在此，便平添了一种幽默的眼光，不仅能于谐谑处见谐谑，甚至能于无谐谑处见谐谑。” 只有具

备了这种幽默的眼光、谐谑的情趣，宋代的俳谐文才得以从涓涓细流，汇聚成长河大浪。

二

汉魏晋南北朝是俳谐文学的发轫期。据王运熙等学者考察，此期俳谐文现存约有五十篇左右。宋

代俳谐文数量远远超过此数。笔者从《全宋文》、宋人文集、笔记、类书等初步钩辑，搜罗到各类俳谐

文一百五六十篇（还不包括以体物为主的俳谐赋） 。这些俳谐文在宋人文集中，大多列为“杂著”。

其中有许多篇，倘不置于俳谐传统中仔细阐读，颇难索解。现将其篇目、作者等 举如下：

李肃《代周答北山移文》；李从谦《夏清侯传（簟）》；李觉《竹颖传（矢）》；宋白《三山移文》；张咏《木

伯传（木材）》、《骂青蝇文》；王禹偁《乌先生传（桑）》、《遣拙鬼文》；赵湘《迎富文》；契嵩《西山移文》；

欧阳修《憎苍蝇文》；王令《送穷文》；韦骧《逐佞文》；杨杰《南山移文》；刘敞《责和氏璧》；苏轼《杜

处士传（杜仲）》、《万石君罗文传（歙砚）》、《江瑶柱传（玉珧）》、《黄甘陆吉传（柑橘）》、《叶嘉传（茶叶）》、《温

陶传（面）》（这几篇俳谐文，叶梦得《避暑录话》、洪迈《容斋随笔》以为皆是伪托苏轼之作。陈善《扪

虱新话》谓《叶嘉传》是陈元规所作）；黄庭坚《跛奚移文》；秦观《谴疟鬼文》、《清和先生传（酒）》；

张耒《竹夫人传（竹几）》、《逐蛇说》；吕南公《平凉夫人传（竹枕）》；李昭玘《祭枯骨文》；刘跂《玉

友传（酒）》；唐庚《陆 传（酒）》；周紫芝《祭野鬼文》、《竹坡四君子字序》；洪刍《陶泓传（研）》；

李纲《武刚君传（宝剑）》、《方城侯传（棋局）》、《文城侯传（印章）》；郑刚中《戒鸡文》；王之道《谴

疟鬼文》；张嵲《祭孤魂疏》；曹勋《荔子传（荔枝）》、《棋局传（棋局）》；刘子翚《髯戏》、《苍庭筠传

（竹子）》；王之望《留穷文》；程俱《龙亢侯传》；李石《罗僰传（罗卜）》；王十朋《四友录》；胡锜《拟

常熟县开国侯谷实进封常熟县开国公制》、《代谷实谢表》、《拟马菽除驾部诰》、《代菽谢表》、《拟陇西

郡开国侯来牟进封关内侯加食邑实封制》、《代来牟谢表》、《拟米秫除祭酒诰》、《代米秫谢表》（以上胡

锜《辍耕稿》）；陈傅良《责盗兰说》；洪适《弃猫文》、《竹奴文（竹几）》、《戒蛇文》；周必大《即墨侯

传（墨）》；杨万里《豆柔子传（豆腐）》、《敬侏儒传（短灯檠）》；李洪《石偈传》；陈造《蕲处士传（象

棋）》、《无长叟传（短灯檠）》；王质《承元居士传（薜荔）》、《平舒侯传（竹簟）》、《曲先生传（酒曲）》、《玉

女传（益母草）》；崔敦礼《留穷文》；林半千《遣惰文》；蔡戡《青奴传（竹几）》；高似孙《郭索传（蟹）》；

郑清之《楮知白诏》、《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制》（此即郑清之《文房四友除授制》）；林希逸《代

毛颖谢表》、《代楮知白谢表》；刘克庄《谴蠹鱼赋》、《劾鼠赋》、《诘猫赋》、《责蛙赋》、《代中书令管城

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加食邑实封制》、《代毛颖谢表》、《代石乡侯石虚中除翰林学士诰》、《代石虚中谢表》、

《代陈玄除子墨客》、《代陈玄谢启》、《赐楮知白诏》、《代楮知白谢表》（以上八篇即刘克庄《四友除授

制》）；郑东山《石乡侯石虚中除翰林学士诰》；胡谦厚《拟驳石乡侯石虚中除翰林学士奏》、《拟驳陈玄

除子墨客卿奏》、《拟驳召楮知白奏》、《拟弹中书令管城侯毛颖》（这四篇即《拟弹驳四友除授集》）；王

希吕《祭蝗虫文》；陈淳《祷黏蝇文》、《喻猫文》；许棐《责井文》；李曾伯《逐蚤吟》；方岳《中书令

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加食邑制》、《石乡侯石虚中除翰林学士诰》、《陈玄除子墨客卿诏》、《赐楮知白诏》、

《赐毛颖辞免进封管城侯恩命不允诏》、《赐石虚中辞免翰林学士恩命不允诏》、《陈玄除凌理阁学士依旧

墨客卿封松滋侯诰》、《赐楮知白诏号纯素先生诰》（这八篇即方岳《拟文房四制》、《再拟文房四制》）；

金盈之《竹奴文（竹几）》；林半山《遣惰文》；区仕衡《送穷文》、《金银传（银）》；王柏《大庾公世家

①　韩经太《宋代诗歌史论》，第 127 页。

②　关于俳谐文的定义，学术界仍然众说纷纭，迄无定论。笔者对宋代俳谐文的认定和搜集，采取了较为保守的作法，

主要依据有三：历代文学批评中共同认可的某篇、某类俳谐文；目前学术界对自汉至唐俳谐文的研究；文章的俳谐艺术、

喜剧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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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梅）》；连文凤《冰壶先生传（齑汁）》；林景熙《春声君传（八角纸）》、《汤婆传（汤婆）》；邢良学

《黄华传（菊）》；马揖《菊先生传（菊）》；王义山《金少翁传（金）》、《香山居士传（檀香）》、《甘国尧

传（甘草）》；吴应《孔元方传（钱）》；曾公夔《问钱神策》。

从以上篇目中，我们可以初步浏览到宋代俳谐文创作的大体面貌。首先，宋代的俳谐文创作持续

时间较长，创作群体相当广泛。从宋初到宋末，甚至包括南渡前后，均不乏作手操觚染毫。南渡以后，

虽然宋室偏安一隅，却并未妨碍文人们利用此类文章来诙谐戏谑。不仅王禹偁、欧阳修、苏轼、黄庭坚、

张耒、秦观、杨万里、刘克庄等大家纷纷参预其中，一些在文学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作家，如宋白、

唐庚、王质、胡锜、方岳、王义山等等，也对此表现出浓郁的兴趣。从某种程度上看，宋代文坛上已

经形成了一个源源不绝的俳谐文创作传统。有些作者意识到了这一传统，并且自觉地加以延续、继承。

周必大《即墨侯传》序谓：“自昌黎先生为毛颖立传，大雅宏达多效之，如罗文、陶泓之作，妙绝当世。

下至包祥、杜仲、黄甘、陆吉、饮食、果窳，亦有述作。墨，文房宝也，顾可阙耶？予秉耒余暇，辄为《即

墨侯传》，非敢追踪前哲，姑以游戏云尔。”

其次，南宋文坛上还出现了俳谐文的倡和和结集这两种重要文学现象。除了上列方岳《拟文房四制》

和《再拟文房四制》、胡谦厚《拟弹驳四友除授集》、刘克庄《四友除授制》、郑清之《文房四友除授制》

等外，还有以下诸人的俳谐文集：

胡锜，字国器，括苍人，尝举进士。著有《辍耕稿》，“辑农书为诏、为制诰、为表，凡二十五篇”。

今存清汪氏裘杼楼本、《百川学海》丙集本。《全宋文》卷七七六四收其文。

吴必大，字伯丰，《明一统志》卷五九载 ：“（必大）兴国人，以父任补官，为吉水丞属。权臣指朱

文公为伪学，遂致仕。必大早事张栻、吕祖谦，晚师文公，深究理学，议论操守，为儒林所重，有所

记师诲传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四《文章善戏》载其著有《岁寒三友（除授集）》、《无肠公

子除授集》。有明抄本，藏国家图书馆 。

郑楷，字持正，号眉斋，三山人，一说浦江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四著录其所选《文章

善戏》一卷，而误作元人。又谓其著有《拟封花王册》，也是俳谐文集 。郑楷工于俳谐之作，《全宋文》

卷七六九四孙德之《郑持正毛颖制表序》谓：“三山郑君持正与处几年，一日，以所拟制表等作见示，

大抵假托以寓其言者也。其命意深隐，其造语精到，其文体则忽然不见斧凿，虽昭宣王度可也。……

而君作之不已，至盈卷帙，此非有志为尔也，游戏翰墨，造于三昧，则坌然四出，政不能自知尔。” 

林洪，字龙发，号可山，泉州人，南宋江湖诗人。《爱日斋丛钞》卷二载其“湖边杨柳色如金，几

日不来成绿阴”诗，谓“人多传诵，却似梅宛陵‘不上楼来今几日，满城多少柳丝黄’”。著有《文房图赞》

一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上著录：“自笔砚而下，皆为之官称，图其像于前，而列其赞于后。

序谓唐韩愈举颖为中书，他竟无所闻，今图赞一十八人，拟以官酬之，俟异日请于朝，罔俾昌黎颛美有唐。”

可知此书亦为模仿韩愈《毛颖传》的俳谐文集。

罗先登，庐陵人，生平不详。《千顷堂书目》卷一五著录其《续文房图赞》一卷，续林洪《文房图

赞》。《说郛》卷九九载沈周题曰：“宋林洪纪文房通用之器十八类，后罗先登续之，又十八类。各系以

职官名号，图像为赞，托之史事，隐然寓褒贬深意。”

辛邕之，生平不详，著《博杨（阳）春秋》一卷，《通志》卷九八列入俳谐类。《少室山房笔丛》

①　曾枣庄等编《全宋文》第 232 册，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1 页。

②　此书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二二著录，笔者未见。南京大学金程宇自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文章善戏》

中辑出十四篇（见《稀见唐宋文献丛考》，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116—122 页）。

③　《文章善戏》是一部俳谐文学选集，晚清尚存，今惟日本静嘉堂文库存有陆心源旧藏抄本一部，为海内孤帙。

金程宇《稀见唐宋文献丛考》将其中宋代佚文辑出，除吴必大十四篇拟制诰体俳谐文外，还有郑楷佚文十三篇，均为拟

公文体俳谐文。另有黄梦辑《责狸奴文》一篇，属于拟实用文体俳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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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集卷三谓：“至如……辛邕之有《博杨（阳）春秋》，俱俳谐文。”

方至，字善夫 ，号天慵，睦州分水人，方回宗兄。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载其著《文

房四友除授四六》一卷，模拟郑清之所作《四友除授制诰表启》，而用事造语，或有过之。又著有俳谐

文集《鄙能小稿》。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二二《题方山长鄙能小稿》谓：“（善夫）讲授余暇，过予

尤数，又得见近作数十篇，通旧作为一集，题曰鄙能。如岁寒三友召除辞谢之类，视旧为文房四友作

尝经先生品题者，愈出愈奇。”

方名父，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载其《松竹梅三友除授四六》一卷。

刘翀甫，刘克庄之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载其著《四友除授制》。

张端义，字正夫，号荃翁，著《贵耳集》。所著《四友贬制》，一反以上所列诸作，亦属俳谐之什。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载：“有张端义者，独为《四友贬制》，自谓反骚。然材料少，边幅窘，

非善辞令者。”

蔡伯英，南宋人，生平不详。尝模拟郑清之《四友除授制》等，著《四友集》。林希逸《竹溪鬳斋

十一稿》续集卷一三《跋蔡伯英四友集》谓：“退之《毛颖》，或者以为俳，子厚独以诗之善谑、史之

滑稽比之。四友除谢之作，亦犹是也。……今总幕蔡君，又出此笔于诸作（指四友除授类）之后，抽

擢愈深，排比愈巧。四六家之能事，君实有之，不妨于此游戏也。”

至于俳谐文倡和之风的兴起，标志着俳谐传统在文人群体中的全面流行，是俳谐创作繁荣的重要

表现。从现有史料来看，这一风气肇始于南宋后期，郑清之是始作俑者。参预倡和的先后有林希逸、

刘克庄、胡叔献、林公掞、方至、黄牧等人。《后山先生大全集》卷一○八《翀甫侄四友除授制》谓：

“此题安晚（即郑清之，安晚是其号，著有《安晚集》）倡之，竹溪和之，后余联作，已觉随人脚跟走矣。

既而胡卿叔献及仓部，各出奇相夸，里中士友，如林公掞、方至、黄牧，竞求工未已。”倡和的具体时间，

大致是在理宗淳祐四年以后一段时间内。据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一三《跋蔡伯英四友集》

载：“初，安晩先生留养鱼庄，仆以文字时奉燕笑。先生偶出此数，则仆戏和之，既而后村亦和之，尔

来作者甚众。”同书卷一三《跋方持叟岁寒三友制诰》则谓：“昔安晩先生以帝师留经席，时取文房四

友入之北扉西掖之文，继而作者不翅数十家。”据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丞相忠定郑公

行状》，理宗淳祐四年，郑清之拜少保，兼侍读，进封卫国公。所谓“安晩先生以帝师留经席，时取文

房四友入之北扉西掖之文”，应是此年前后。《珊瑚网》卷三载郑清之《跋宋太宗行书蔡敕》，自称“淳

祐丙午（六年）三月望日，郑清之顿首书于养鱼庄”，或可与上文“安晩先生留养鱼庄”互证。

这次倡和持续的时间应该不长。倡和的作品，文体上都属于拟制诰体俳谐文。这或许与南宋词科

取士有关 。参预的人数及具体作品，现在也无从确考。从刘克庄的记载来看，倡和的影响还是颇为

广泛的，以致此后引起了许多人的模拟，并且延伸到其他题目。《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一《方名父

松竹梅三友除授四六后语》载：“安晚郑丞相……尝为《文房四友除授制诏》……余戏拟数篇，依本葫

芦尔。公见之击节，后效颦而作者益众，意益新，语益工。又有于四友之外，别以岁寒三友命题者。”

①　此处承复旦大学中文系侯体健博士告知，谨此致谢。

②　南宋词科取士刺激了四六文的写作，而此类俳谐文可以寓科举功课于游戏之中，因此颇受士人青睐。很多士

人们把此类俳谐文当作应试的试笔。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近时学者多宗梅亭，梅亭者，李功父侍郎也。

忆余少游都城，于西山先生坐上初识之。时功父新擢第，欲应词科，西山指榻上竹夫人戏曰：‘试为竹夫人进封制，可

乎？’功父须臾成，章末联云：‘保抱携持，朕不安丙夜之枕；展转反侧，尔尚形四方之风。’西山称赏。”又，林希逸

《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一三《跋方持叟岁寒三友制诰》：“因思宏博一科，嘉定大臣以私意废，士亦弃不习，遂使公

朝两制之选，每叹乏才。既设小词科，又欲秋试增为四场，岂亦闻鼠尾帐之诮乎？使今世友朋皆如持叟，于进士业之暇，

游戏于斯，文字一机尔，岂有难能者哉？常、杨、苏、李，将层见而迭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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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宋代的俳谐文，按照其不同的俳谐表现手法，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拟体俳谐文、假传类俳谐文、

假托鬼神类俳谐文。

拟体俳谐文，包括拟公文体俳谐文和拟实用文体俳谐文 。此类俳谐文所运用的主要俳谐手法，

是戏拟。戏拟，或称戏仿、讽刺性模仿、喜剧性模仿等，它“本质上是一种文体现象——对一位作者

或文类的种种形式特点的夸张模拟，其标志是文字上、结构上，或者是主题上的不符” 。“是对某种

现象的形式所具有的个别特点的夸张的嘲讽的再现。它揭示出该现象的滑稽，贬低它的意义” 。它在

古今中外的俳谐文学中被普遍而广泛地运用，并且在后现代文学创作中获得了崭新的意义和阐释。在

魏晋南北朝的俳谐文中，有很多作品便是运用戏拟手法的俳谐杰作，如沈约《修竹弹甘蕉文》，袁淑《鸡

九锡文》、《庐山公九锡文》、《大兰王九锡文》，王琳《鳝表》，孔稚圭《北山移文》等等。它们的主要

艺术特点是“使用或摹仿某种实用文体，而出之于戏谑的内容，通过文体与内容的不协调，营造或增

强文章的戏剧效果” 。

宋代的俳谐文中，大约有三十篇属于此类，如黄庭坚《跛奚移文》、洪适《戒蛇文》、陈淳《谕蚁

文》、李曾伯《逐蚤吟》等。它们沿袭了前代同类之作的艺术机杼，为了达到戏谑、游戏的目的，运用

某种人所共知的，或既定俗成的，或往往具有固定写作模式的庄重而严肃的文体形式，来表现一些与

此文体极不相称的卑陋低俗的题材内容。如刘克庄《后山先生大全集》卷四九《劾鼠赋》：

余悯黄卷兮，惧白蟫之害。颇整比其散乱兮，又补完其破碎。手自扃 兮，若巾袭于珍具。

虽稍辟夫蠧类兮，曾不虞以鼠辈。偶一夕之慵兮，遗数帙于外。明发起视兮遭毒喙，皮壳无恙兮

残腹背。余意不怡兮朝食废，思古事兮发深慨。彼盗肉兮汝常态，尚熏掘而诛磔兮，矧灭籍之罪大！

余非刀笔吏兮，莫鞫讯而捕逮。始诘汝以理兮，具以臆对。余廪有粟兮，菽园有果菜。库有醯醪兮，

庖有脯醯。汝出没其间兮，且攫且嘬。每择取其甘鲜兮，而遗余以馁败。汝于此兮夫岂不快，书

于汝兮曾微纤芥。汝前身宁盗儒兮剽窃梗概，以《论语》兮受帝拜，以《兔园册》兮事四姓、相

五代。既化异物兮，习气犹在。嗟余嗜书兮，甚炙与脍。虽无万卷兮，寸纸亦爱。今与汝约汝法

兮，反复告戒。犯前数条兮原其罪，惟啮余书兮不汝贷。求良猫兮设毒械，如永某氏之为兮汝毋悔。

鼠默然失辞兮，叩头而退。

劾，即弹劾、弹事，指古代监察官员向皇帝检举揭发其他官员的失职违法行为。劾文或弹文则是古代

一种与此职权相应的官方文体，有着固定的写作程式和风格。《文章辨体序说》收有“弹文”一类，谓：

“按劾之名，其来久矣。梁昭明辑《文选》，特立其目，名曰弹事。若《唐文粹》、《宋文鉴》，则载奏疏

之中而已。……若弹文，则必理有典宪，辞有风轨，使气流墨中，声动简外。”刘勰《文心雕龙》卷五

则谓：“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昔周之太仆绳愆纠缪，秦之御史职主文法，汉置中丞总司按劾，故

位在挚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据上所言，弹劾之文不仅必须言有所据，理有

典宪，而且应当笔带锋芒；既严肃庄重，又义正词严，气势逼人。这种形式和风格，才符合其“绳愆

纠缪”、“职主文法”、“总司按劾”的职掌和功能。

①　按，首次以“拟体俳谐文”来指称此类俳谐文的，是复旦大学徐可超博士。陈允吉先生又将它区分为拟公文

体俳谐文和拟实用文体俳谐文二类。见陈允吉《论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为一拟体俳谐文》，《复旦学报》2006 年

第 4期。笔者在此沿用了这一分类范畴，特此标明。

②　华莱士 •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7 页。

③　普罗普《滑稽与笑的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7 页。

④　陈允吉《论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为一拟体俳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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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庄的这篇短文虽然以“赋”名之，在写作程式上也与南朝沈约《修竹弹甘蕉文》略有差异，

但表现手法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作者的书籍遭到老鼠咬啮，恼羞成怒，于是作者板起面孔，严厉斥责

老鼠种种恶行，指出后果之严重（“求良猫兮”）。老鼠于是“默然失辞兮，叩头而退”。文章写得有理

有据，义正词严，完全符合劾文的风格。但当我们联想到作者如此大动干戈，针对的居然是对一只毫

不起眼甚至有些猥琐的老鼠时；当我们发现在政治运作过程中司空见惯的弹劾文体，突然间与它固有

或应有的严肃政治内容相脱节，而被赋予一些与此形式极不相称的琐细卑微的事物身上时，便不禁为

之莞尔一笑了。普多普曾列举果戈理小说中一个戏仿的例子：诺兹德廖夫骂他的妹夫是只呆鸟，果戈

理在此加了脚注：“鸟是一个对男子含有污辱性的字，来源于字母 Q。此字母被某些人认为是不登大雅

之堂的。” 这一对学术论文中脚注形式的戏仿，其俳谐效果的产生机制与刘文是完全相同的。当形式

与内容、目的与手段、本质与外观等等突然脱节矛盾时，喜剧效果便随之产生了。

第二类是假传俳谐文。假传，或称游戏之传，是古代列传中的一类，滥觞于韩愈的《毛颖传》。全

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八《答李东甫征君文体杂问》谓：“史传之外有家传……又有特传……又有

别传……又其次为游戏之传，如韩公之《毛颖》是也。”《文体明辨序说》谓：“自汉司马迁作《史记》，

创为列传，以记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障，或有细人而可

法，则皆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故今辨而列之，

其品有四：一曰史传（有正、变二体），二曰家传，三曰托传，四曰假传。”其中所谓的“而驰骋文墨者，

间以滑稽之术杂焉”，即指假传而言。明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卷四八三罗列传之品有七：“一曰史

传……七曰假传。”同书卷五四七所选“假传类”有韩愈《毛颖传》、司空图《容成侯传》、苏轼《万石

君罗文传》、秦观《清和先生传》四篇。

韩愈是假传之祖。宋代的假传创作无不悬《毛颖传》为矩矱，而颇有泛滥之势。在艺术表现上，

假传其实也和拟体俳谐文一样，主要采取喜剧性的戏拟手法。只不过前者是以文为戏，戏仿的是一些

固定、常见的公文体；而后者则是“以史为戏”，戏仿的是正史中的列传体。由于所仿文体不同，假传

的俳谐表现远较前者复杂，也更易令人解颐发噱。如秦观《清和先生传》。表面上看，这是一篇中规中

矩的历史列传。文章首先给我们叙述了一位姓甘、名液、字子美、号清和先生的士人家世背景，继而

述其品行和仕宦经历。从其名“渐彻于天子”，到受天子召见、宠遇、封爵、遭谗、失宠、见逐等等，

构成了一部典型的士人宦海三部曲。但其实，在这种完整的叙述下面，文章处处都在以一些常见的俳

谐手法，如谐音、双关、用典、嘲讽、夸张、荒诞等等，从头到尾在暗示着一种重要的生活物品——“酒”

的来源、制造过程、功能特征。如第一段：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于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后播弃，或居于野，遂为田氏。

田为大族，布于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农之后利其资，率其徒，往俘于田而归。其倔强不降者

与强而不释甲者，皆为城旦舂。赖公孙杵臼审其轻重，不尽碎其族，徙之陈仓，与麦氏、谷氏邻

居，其轻者犹为白粲与鬼薪仵。已而逃乎河内，又移于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于甘，

古甘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为氏。始居于曹，受封于郑。及长，器度汪洋，澄之不清，挠

之不浊。有酝藉，涵泳经籍，百家诸子之言，无不滥觞。孟子称伯夷清、柳下惠和，先生自谓不

夷不惠，居二者之间而兼有其德，因自号曰“清和先生”云。

甘液、子美、清和，这些名号都在暗示着酒的形相和性质。所谓“后稷氏”、“田氏”、“神农”、“麦氏”、“谷

氏”，是在暗示酒的原料。从“有神农之后”至“悉化焉”，是在暗示酒的酿制过程。“城旦舂”隐喻舂

米；“公孙杵臼”暗喻舂具；“白粲与鬼薪仵”暗喻拣米与烧煮。以下“陈仓”、“河（ ）内”、“曲（麯）

沃”、曹（槽）、郑（甑）等居地的迁移，则隐喻酿酒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通过双关、谐音和隐喻，作

①　普罗普《滑稽与笑的问题》，第 32 页。

②　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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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同一语汇的两个差距甚远的意义突然之间凑合在一起，正如普多普在论述双关的喜剧机制时所说：

“善于迅速地寻找和运用词的狭窄的、具体的、直接的意义，并且用它来取代交谈者所指的那种更加一

般或宽泛的意义，这也是一种俳谐。”于是，文章在表面上对清和先生家世渊源的追溯中，为我们幽默

地介绍了酒的原料、产地、酿造过程、贮藏容器等。除此之外，作者还把历史上有关酒的众多佚闻趣事、

典故传说，融入到叙事当中，娓娓道来。其叙事完整而精致，其谐隐则贯穿全篇。由此，文章成功地

实现了对史传的戏仿——浑穆庄重、垂言励世的史传形式，承载的却是日常生活中一件普通的物品！

与拟公文体俳谐文相比，假传类俳谐文更注重喜剧性格的塑造和喜剧情节的构成。《清和先生传》

是这样刻画甘液性格的 ：“及长，器度汪洋，澄之不清，挠之不浊。有酝藉，涵泳经籍，百家诸子之言，

无不滥觞。”张咏为木伯（木材）立传，则谓 ：“始七岁，有凌云之姿。渐长，磊落见节干。善吟啸

风月，俊如鸾鹤麟凤者竞狎之。加以性宽简重厚，纵燕雀辈流，接之泊如也。” 李纲模仿史臣的语气，

赞扬武刚君（宝剑）的性格 ：“观其为人明利果断，不凝滞于物，劲正之气毅然见于色，其亦锻炼淬

砺之气欤。” 又概括文城侯（印章）的为人：“君平之为人，刻志砺己，表表自见。能文章，习古文

奇字史籀之学，虫书缪篆精甚。外虽有边幅廉隅，而其中坦然明白，可见腹心。与人交，虽方圆广狭

不常，然终始如一。重信义，不轻为然诺。” 这些描述传主性格的语言，都极尽体物之妙，语带双关。

一方面穷形尽相、惟妙惟肖地描绘所传之物的形态，另一方面又以此隐喻人类的高尚品格，完全符合

史传的体例规范。二者契合无间，足以令读者忍俊不禁。

在情节的设置方面，宋代的俳谐文也多数能够步武韩愈的《毛颖传》，以夸张、荒诞等手法，将与

传主有关的典故、佚事、趣闻，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制造出诙谐幽默、亦真亦幻的喜剧场景。如曹勋《松

隐集》卷三七《荔子（荔枝）传》：

（玄宗）令等诏中元。妃（杨贵妃）殊喜其人，谓子清心玉莹，当备启沃。上因时召见，或出，

则上与妃虚己以待，致驿使交驰。每从楼上望见，骑尘蔽天，妃必笑而识其来。丞相九龄荐其实曰：

“君子有三变，惟子有是夫。”居益熟，宾从盍沓，争求邀置。上疑有贿，诏曰：“子门如市，何也？”

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一曾被诗人、史家屡次讽刺的荒淫奢靡的历史史实，在此被

巧妙地移嫁成荔子一生中的一个生活片断。作者在历史的隙缝中，透过诡异的想象和事件情景的换置，

实现了对历史事件的戏说和解构。

第三类俳谐文是假托鬼神或梦境，无中生有，荒诞不经。如王禹偁《遣拙鬼文》、赵湘《迎富文》、

韦骧《逐佞文》等等。通过拟托鬼神来嘲笑、戏谑人生的一些不足与缺憾，这在世界喜剧文学中，似

不多见，而堪称中国之特色。在表现手法上，它主要是沿袭了扬雄《逐贫赋》、韩愈《送穷文》、柳宗

元《乞巧文》等的构思，凭空臆造出穷鬼、富神等形象，然后以人鬼之间主客问答的形式，将本来严肃、

深刻的讽刺主题喜剧化。如王令《送穷文》。作者先用漫画夸张式的笔调列举了生活中的种种蹇厄，“举

头碍天，伸足无地”，“刻瘠不肥，骨出见皮”；继而把原因推到了穷鬼身上，“是宜有鬼，攀前推后”。

这已经是脱离常理、荒诞不经了。接着文章又按此荒诞的逻辑，要驱送穷鬼，结果引出穷鬼辩驳。穷

鬼自称不惧“桃茢苇索”，而畏“贪佞吝巧”，若主人具此品质，自己便可离去。于是主人“心汗手涩，

知讷口鄙”，只能听任穷鬼去留。文章的俳谐之趣，一是来自于情节上荒诞不经，它是喜剧性的夸张和

尖锐化的最高形式。二是得力于文章对穷鬼描写的精雕细刻，颇堪媲美韩愈笔下的穷鬼：“轩然而来，

翼然而至，叠足疏膊，闪目哆喙。如将有言，临吐复止。顾视前后，更相笑指。”它将穷、佞、富、巧、

病等特点形象地加在鬼神的身上，使其生动、活泼，迥异于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阴森恐怖的泥塑石胎。

①　《全宋文》第 6册，第 143 页。

②　《全宋文》第 172 册，第 253 页。

③　《全宋文》第 172 册，第 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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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上所述，宋代俳谐文的主要成就是继承并拓展了俳谐文的表现领域和艺术手法。在沿袭和拟作时，

它往往能够不拘一格，逸出旧规，翻新出奇，表现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颖、独特的艺术构思和日益雅

化、人文化的审美意蕴。韩愈著《送穷文》，王之望、崔敦礼等便沿其构思而反其立意，作《留穷文》；

柳宗元“乞巧”，王禹偁便“遣拙”；韩愈为毛笔立传，宋人则模仿其笔调，将“假传”的范围扩展到

日常生活中的各类人文物品，如墨、砚、竹、棋局、酒、宝剑、竹几等等。新的艺术手法和新的文体，

也不时地被糅合到俳谐文的创作中，丰富了它的喜剧表现。如方岳《拟文房四制》，便戏拟了当时的朝

廷制诰，以宋代流行的四六文体，按照固定的程式，为笔、墨、纸、研加官进爵。又如署名苏轼的《杜

仲传》，在戏仿史传的同时，还把北宋中期风靡一时的“以药名入诗”的游戏手法融入其中。文章连续

运用杜仲、远志、黄环、雌黄、当归等多味药名，结合其习性、功能，在对话中凸现一位处士的高情

逸韵。虽然略显穿凿之痕，倒也新颖可喜。南宋后期的王质《玉女传》，王义山《甘国尧传》、《香山居

士传》等便索性为药材立传，通篇充斥着各类药草之名。

与前代相比，宋代俳谐文的社会批判锋芒有所减弱，而文字游戏的味道得以强化，俳谐创作呈现

出日益雅化的倾向。南北朝的俳谐文，诸如袁淑《庐山公九锡文》之类，往往在戏谑的形式里，寄寓

着明显的针对现实弊端的讽刺性，刘勰《文心雕龙》所谓“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到了宋代，这种

社会批判讽刺性仍然常常出现在一些拟体俳谐文中。如洪适《弃猫文》其实是讽刺“尸素而饕餮”者，

陈傅良《责盗兰说》谴责的是名实不符的“盗儒”。但总体而言，其深度、力度、广度相对减弱了，针

对现实的锋芒更多地让位于纯粹的个人智力、才情的消遣、戏谑。这既是由于宋代的士大夫政治相对

清明，同时也与宋代文人的审美情趣日益雅化有关。按照普罗普的喜剧理论，讽刺性的戏谑总是与对

象内在缺陷的突然暴露联系在一起的。而宋代的假传，它们的对象大多是士大夫平时津津有味地把玩、

欣赏的人文日用品。作者立传时注重的是将物之优点与人之高尚品格相关联，而不是以暴露其缺点为

指归。如秦观为酒作传，述其广受各阶层的欢迎：“人或召之，不问贵贱，至如斗筲之量，挈瓶之智，

或虚己来者，从之如流。布衣寒士，一与之遇，如挟纩。惟不喜释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窃与先

生游焉。”吕南公撰《平凉夫人传》，谓竹枕“自是贵豪争求配如夫人，淡氏之嫔遂半天下。他日，缁

黄之屋亦窃有之”。以上洵属喜剧小品中的神来之笔。它是一种善意的调侃，高级的幽默，智力的游戏，

却与任何讽刺或牢骚无关 。

最后，必须指出，宋代的俳谐文创作，就整体而言，其喜剧色彩较之前代要略逊一筹。这主要是

因为题材的沿袭而导致先天性的不足。在喜剧作品中，喜剧效果的取得总是依赖于时间上的突然性和

出其不意。“突然性”和“出乎意料性”是一切滑稽的共同规律。所以，类似于韩愈《毛颖传》等原创

性俳谐文，在问世之初可以惊世骇俗，引起读者阅读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和紧张，柳宗元《读韩愈所著

毛颖传后题》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此后的仿效之作，不管如何穷思竭虑，

在喜剧效果的制造上，已经难免由于同一喜剧手法的司空见惯而相形见绌。它给予读者的印象，很难

再次达到原创作品般审美上的新奇感、冲击力、震撼性。对此，历代评论者都颇有体会，其批评也是

　有几篇假传偶尔也会发泄出一股抑郁不平之气。杨万里《敬侏儒传》为一枝短灯檠立传，叙述它被一枝长灯檠取代：

“后丞相稍倦于学，而将作大匠者嫉承登之宠……因荐承登同姓敬子长，丞相自是亲子长，而稍疏承登矣。子长身八尺，

蜡言甚佞，又善照知丞相娱乐之意而曲从之，且又有内援。丞相久不见承登，一日，因子长在后堂为长夜之饮，偶念承

登寥寂。召之，既至，承登精采昏惨，而面目垢污，又冠一小圜帽，状如仰盂。丞相、侍姬皆掩口笑不已。承登因发怒，

骂丞相曰：‘人言齐人多诈，果然。以今夕之荒淫，知前日清秋雨霁相亲于书卷简编者，皆伪也。’丞相大怒，命老卒曳

出墙角。”此篇俳谐文的构思应受韩愈《短檠歌》启发，韩诗谓：“一朝富贵还自恣，长檠高张照珠翠。吁嗟世事无不然，

墙角君看短檠弃。”只是，这类将荒诞不经的戏谑与尖锐严肃的讽刺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的作品，在宋代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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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中窾会，而非吹毛求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四《广谐史》谓：“一时游戏成文，未尝不可

少资讽谕。至于效尤滋甚，面目转同，无益文章，徒烦楮墨，搜罗虽富，亦难免于叠床架屋之讥矣。”

焦循《雕菰集》卷一八《书韩退之毛颖传后》谓：“昌黎之前，未有此文，此昌黎之文所以奇。有昌黎

之文，踵而效之则陋矣。”

此外，宋人在许多本属俳谐的题材中，经常喜欢不合时宜地羼入一些道德说教，将文中的讽喻之

意直截了当地以议论之笔点出。这大大地违背了俳谐文中“隐”的原则，从而减弱了作品的诙谐色彩。

这些议论脱离了上下文的游戏语境，不仅不能造成一种亦庄亦谐、寓诙谐于典重的审美效果，反而显

得画蛇添足，不伦不类。例如，南朝孔稚圭戏为《北山移文》，以山灵口吻，嘲笑那些身在山林、心存

魏阙的假隐士。北宋高僧契嵩沿其窠臼而撰《西山移文》。文章在整体构思上与孔作雷同，但在奠定了

作品荒诞不经的喜剧情调后，却又一本正经地发表议论：“与其道在山林，曷若道在于天下？与其乐与

猿猱麋鹿，曷若乐与君臣父子？”于是与孔文貌同神异，戏谑诙谐之意全无，迂腐说教之味转浓。这

不仅仅是由于时代风会使然，更是作者的喜剧才华悬殊所致，诚如吴闿生《古文范》卷三引曾国藩所谓：

“诙诡之文，为古今最难到之诣，从来不可多得者也。”

［作者简介］刘成国，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发表过专著《荆公新学研究》等。

·札记·

南宋三诗人生年考

喻良能《香山集》（四库全书本）卷九《戊子除夕追和陈简斋除夜一首》：“世事年来已饱更，百年今夕两分平。窗

间蜡炬偎人暖，瓶里梅花照眼明。瓦屋三间聊足喜，鬓霜千丈总堪惊。明朝同上西山望，应有江湖春水生。”诗题中“戊

子”为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诗中言“百年今夕两平分”，可知乾道四年为四十九岁，乾道五年为五十岁。以此上推，

喻良能当出生于宋徽宗宣和二年庚子（1120）。卷一六《永祐陵》其三：“小臣生长宣和初，深仁浃髓沦肌肤。”与宣和

二年出生亦吻合。

虞俦《尊白堂集》（四库全书本）卷一有《除夜书怀》：“吴楚乡风异，悲欢物态多。岁华惊晚暮，吾道恐蹉跎。莫

唱黄鸡曲，宁为白石歌。明年六十一，不醉待如何。”按《尊白堂集》卷六《被召上殿札子》，原注云：“庆元庚申二月

时为淮东运副。”《吴郡志》卷七“提点刑狱司”：“虞俦：以朝请大夫、新除直显谟阁、江西运副、权知平江府，庆元四

年到任。依旧兼知平江府。六月，住兼。九月，除直宝文阁、知庐州。”又卷一一“本朝牧守题名”：“虞俦：朝散大夫、

直焕章阁。庆元二年十二月到。三年四月，磨勘转朝请大夫。十一月，除直显谟阁、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十二月，改除

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兼知府事。”据此知虞俦庆元三年（1197）十一月为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兼权知平江府（《中国文

学家大辞典 •宋代卷》及《全宋诗》虞俦小传，皆言“转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兼知平江府”，实应为“兼权知平江府”），权

知平江府则当在庆元二年十二月之前。《除夜书怀》云“吴楚乡风异”，则此诗当作于庆元二年十二月，由淮南东路转运

副使到平江府任上。“明年六十一”之“明年”即为庆元三年（1197），以此倒推，其生年当为南宋高宗绍兴七年丁巳（1137）。

许及之《涉斋集》（四库全书本）卷一○《自和》：“故吾不惜全还我，二十三前是白丁。”许及之为孝宗隆兴元年（1163）

进士，时年二十三岁，则其生年当在高宗绍兴十一年辛酉（1141）。又卷五《岁除日见白发》：“四十明朝是，俄惊白发

新。旧诗曾探借，今语遂为真。不恨身将老，惟怜学转贫。婆娑花县底，谁复念安仁。”淳熙七年（1180），许及之四十

岁，知袁州分宜县（明正德《袁州府志》卷六），此诗当即作于出任分宜县前夕。

（韩立平）


